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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陕西的织造局与铸钱局

刘景纯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明清时期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的设置与生产屡有兴废，以实录等史料为基础，对陕西

织造局和铸钱局进行全面论析。研究发现，明代织造局常由朝廷派“中官”前来监造，由朝廷相关

部门设计“图式”，拟定不同的艺术图案，并选择技术人员从事织造，其费用一般由朝廷和陕西地方

各出资一部分；明初铸钱局有“炉座”３９座半，位居全国第三位，明代铸钱所用矿产原料料主要靠本

地供给，清代先是本地供给，康熙以后主要靠“滇铜”供给，后者由“官商”采办，运输费用巨大；两局

的开办，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自服务对象的需要，但也给陕西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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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先后在陕西省省府所在地西安设置有

陕西织造局和铸钱局，前者主要借助于陕西地方生

产的驼绒、羊绒等，为宫廷及诸王制作手工产品。后

者则旨在解决官吏俸禄和军饷等。这两个机构及其

生产虽然各有变迁，甚至时兴时停，但都给陕西社会

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术界虽然在不同程度上

关注过这两个机构，但对一些具体问题仍不够清楚。

对此，笔者在下面加以具体论述。

一、陕西织造局及其织造

　　陕西织造局是明朝设于陕西省并专门为宫廷及

其诸王制作驼蟕、羊绒制品的手工业机构。按照明

朝的制度，“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

供，外局以备公用”［１］。此类机构中的“外局”，于洪

武时期开始在一些资源省份设立，后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需求的增长而相继增设。永乐年间，政府“增

设内、外各织染、织造局”，陕西因出产骆驼，“遂及

陕西之驼蟕”［２］，局址设在西安，这是陕西织造局设

立之始。

陕西织造局设立以后，先后屡有兴废，到嘉靖、

隆庆以后才比较稳定的设立。先是在正统元年

（１４３６）“以西鄙不靖”，“罢陕西织造驼蟕”①。以后

又有所兴办，具体时间不明，但弘治五年（１４９２）经

巡按御史张文的请求而“减陕西织造绒蟕之

半”［１２］，则其兴业当在此时以前。弘治十一年

（１４９８），先是兵科给事中蔚春请求减免“织造”②，随

后“暂免陕西织造上用羊绒，其小民旧欠岁派物料，

令勘实奏免”③。此事以后仍不断有官员请求暂停

或减免织造，但仍是时停时兴。故《明史》云：“明初

设南北织染局，南京供应机房，各省直岁造供用……

陕西织造绒袍，弘（治）、正（德）间偶行，嘉（靖）、隆

①　傅维麟《明书》卷８《本纪六》云：“正统元年闰六月，罢陕西织造驼
褐。”此处用“褐”与“蟕”不同。

②　《明孝宗实录》卷１４３，弘治十一年十一月乙未。
③　《明孝宗实录》卷１４３，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壬子。按：《明通鉴》云当

月“壬子，罢陕西织造羊绒”，或是误解。



（庆）时复遣，亦遂沿为常例。”［１］就是说，直到嘉靖、

隆庆时期以后陕西织造局逐渐发展为一种常设的织

造机构。

陕西织造局最初只织造“驼蟕”织物的手工产

品，弘治以后主要以羊绒、纸品为主。朝廷最初设立

该局主要是看中其“驼蟕”织物，与这里游牧生产的

环境和驼绒的稀奇和珍贵不无关系，也与当地早已

久负盛名的相关制品有关。前者自不必说，后者早

在元朝时期马可·波罗行游宁夏时即称：“城中制

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

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

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３］正是基于这样的地

理环境、生产特性及其历史产品的“盛名”，永乐时

期朝廷设置织造局时，将陕西的“驼蟕”考虑在内。

不过，最初的产量要求可能不是很大，并且由于社会

承平日久，地方经济恢复和发展良好，一时尚没有造

成极大的地方社会压力。正统元年（１４３６）罢停陕

西织造时，也主要是因为当时西北军事环境的变化

和蒙古诸部的渐次侵扰有关。正统以后，陕西北方

边境地带常有战事，驼毛、驼绒等来源有限，于是羊

绒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陕西织造生产的主要织品

也转变为以羊绒为质地的绒袍、绒服，即“各色羊绒

织彩龙袍、曳撒鞠衣之类”①和
!

幄［２］等。羊绒的主

要来源是兰州和临洮一带地方，故嘉靖初年杨一清

说：“织造开局虽在西安，而羊绒必取之临洮、兰

州。”①陕北地区，北部是延绥镇所在，农牧条件良

好，但为军士屯田和军需牧马草场所占据。稍南的

延安府，虽然也具有畜牧羊群的自然条件，但供给延

绥镇边粮是其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南北两部分

都难以有相当规模的绵羊产量及其羊绒生产，所以

没有被纳入陕西织造局羊绒原料的来源地。

由于陕西织造的是供宫室等的“公用”产品，开

局和织造时往往由朝廷派“内臣”或“中官”（太监）

前往监造。织造时，先由朝廷相关部门设计“图

式”，拟定不同的艺术图案，然后根据图案及其技术

需要选择人员。织造局的工匠应该主要是被征招的

地方手工艺人，但因任务和物品的技术需要，也经常

由太监等监管大臣带来一部分技术人员，参与技术

把关和操作。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礼科都给事中宁

举上奏“停省织造”说：“陕西织造绒褐袍服，大为一

方之害。夫褐乃毛布，非至贵者所宜服用。且差去

内臣，所领人匠，俱费供给。而丝缕并挑花人匠又取

之江南，计其工价，每绒褐一匹所费不下一二百

两。”②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山西道监察御史张鸾进

言说：“差往陕西织造毛蟕内官及带去匠作，宜皆取

回，以恤民困。”③杨一清也提到“带去官舍匠作人

等”①问题。凡此都说明了这样的情况。

关于该织造具体制作的资料非常有限，我们难

以获得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但下面几条记述或可

获得一些片段性认识。第一，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

五府六部衙门上奏“停止织造”说，“近差内臣往陕

西织造上用各色羊绒，又自弘治七年起至十三年止，

南京、苏杭差内官织造上用各色织金
"

丝共八万四

千七百六十匹，乞将各处差去织造内臣取回，停止工

作，以苏民困”，“近该司礼监递出印信揭帖，成造预

备各王之国所用屋殿帐房、床张铺陈等件，合用白绵

羊等毛三万五千斤，白硝山羊皮千五百张，白山羊绒

三百斤，俱分派陕西等处买办。”④第二，正德九年

（１５１４）九月，“镇守陕西太监廖堂进上用铺花
!

幄

一百六十二间。先是传旨以纸式尺寸，令（廖）堂及

巡抚陈寿依式制造，重门、堂庑、庖蔃、户牖之属，无

不悉具。自是上出郊祀，陈设幄幕，不复宿斋宫

矣”②。第三，万历五年（１５７７）“七月，命陕西织造羊

绒，计三万二千二百四十疋，计价七十五万，两
#

按

御史乞寝之，不听”⑤。第四，万历中“陕西织造羊绒

七万四千有奇”⑥。

陕西织造的费用，一般由朝廷和陕西地方各出

资一部分，具体比例似没有统一规定，一般情况下，

应视织造物件、数量集齐所需费用和陕西地方经济

状况不同具体而定。文献所谓“合无比照羊绒事

例，每银三十万，陕西自处十万，工部处十四万，户部

处六万，众力易举，可免纷纷筑舍之议矣”⑦的记载，

反映了一定时期或者某次织造的一种做法，不能够

代表常态的行为和规定。有时朝廷经费不敷用，则

从国家其他赋税来源征调。如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

三月，“陕西镇巡官复以织造为言，请将两淮、浙江、

四川、河东盐课充陕西织造之用，从之”［２］。尽管陕

西地方只出其中一部分费用，但这项费用及其赋敛

却是额外加在陕西人民头上的一项沉重的负担。地

志记载，嘉靖时陕西富平县，仅“银差”一项，就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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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清：《悯人穷以昭圣德疏》，载贾三近《皇明两朝疏抄》卷４，明万
历刻本。

《明孝宗实录》卷１６１，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
《明孝宗实录》卷１４３，弘治十一年十一月庚子。
《明孝宗实录》卷１６２，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
涂山：《明正统宗》卷３０，明万历刻本。另见万历５年陕西巡按监察

御史萧廪《地方艰灾大工繁重疏》，载张卤《皇明嘉隆疏钞》卷８，明万历刻本。
嵇璜：《续文献通考》卷２９《土贡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在晋：《越镌》卷８《水衡纪略》，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



“军器、毛袄织造”等费用［４］。在行织造期间，这些

负担及“中官”于监管过程中的盘剥，给陕西人民带

来巨大的伤害和苦痛。因为历史资料缺乏，我们难

以给予这种伤害和苦痛一个定量的数据，就是一般

较为清楚的定性说明也成为一种奢望。但弘治以

后，地方官和朝臣多次请求“停省”、“暂停”、“减

免”陕西织造的奏议，却从另一个方面清楚地反映

了这一点，下面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第一，弘治、正德时期，各级官员多次请求“停

省”或减免陕西织造。其主要代表包括：弘治十一

年（１４９８）兵科给事中蔚春、山西道监察御史张鸾①，

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礼科都给事中宁举、五府六部等

衙门②，弘治十四年（１５０１）马文升③，正德十二年

（１５１７）工科都给事中石天柱等④。其中所涉及的主

要问题，是陕西织造及其所造成的“额外之征”，使

得备受战争侵扰、边粮运输等困扰的当地人民痛苦

至极，甚至危及政治稳定。如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石

天柱所说：“近奉旨令陕西织造上用袍服。窃见陕

中连岁兵荒，科敛繁重，加以回贼大举入寇，方命将

征讨，兵马供亿之费犹恐不支，况可以织造扰之哉！

且治外夷者，以内治为本。若织造不止，民生重困，

恐干戈意外之祸不在外夷，而在中国也。伏望俯顺

民情，暂为停止。”遗憾的是，该奏章递上去后，并未

上报给皇上。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二月“增设陕西织

造中官”，给事中任忠说：“陕西地瘠早寒，民多穴

居，衣皮铺藿，无他生计。况沿边郡县屡遭寇掠，耕

牧旷废。其腹里不被兵者，又以调集士马，挽运刍

粮，亦皆疲敝。?麦槁于春夏，苗稼尽于雪霜。逃窜

流移，十室而九。近闻复遣太监往监织造，费辄数

万，催督峻急，民不堪命。”［２］该疏也是“疏入不报”。

第二，嘉靖帝即位后，先是废黜各地织造。嘉靖

五年（１５２６）朝廷以“四宫供应不敷”重启陕西织

造，并于当年二月派遣太监刁永督办。一时间朝臣

多起，纷纷上书请罢或请求停止太监督办。嘉靖四

年（１５２５），山西道御史乔祺上书说：“至于差官往陕

西织造羊绒袍袱，尤为不可。盖陕西地方连年苦于

兵革，病于饥馑，祖宗百五十年以来所患者，惟陕西

边境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肃则有回夷，洮、岷、河

州则有亦不刺，延、宁、固原则有套贼，边警不时，支

给不暇。近年?遣重臣镇压其境，虽收薄效，尚未底

宁，而今乃复有此举，差官一出，供应不赀，参随爪牙

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驿传，恣意诛求，陕西地方近已

匮于军饷，民情皇皇，今复加以科扰，必将骚动地方，

震惊边庭，譬犹抱薪以救火也。”⑤第二年三月，工科

给事中张嵩上疏说：“关陕土瘠民贫，人心悍劲，一

有不堪，易于生乱，况当此憔悴之极乎！是诚不可不

先为之虑也。异时或有他变，为计亦晚矣。按请者

曰，惟恐一时取用织造不前，其意真若为公也，陛下

亦以为职掌则然也，殊不知名为假公，实则营私，不

过曲遂欲去者之
$

求而交济其欲耳。……伏望陛

下……俯从臣等之言，收回成命，不必差官。如前项

羊绒袍服果不敷用，乞鯩工部议处。经其工费定以

数目，移文陕西镇巡衙门，如法督办完日，即便责委

人员赍进。”⑥杨一清上奏说：“故今日陕西差官织

造，臣反复思之，诚未见其可也。及又查得，陕西各

府州县拖欠各王府禄米并折色，不下数十万石，负欠

官军俸粮至三五年未支。节奉明旨，责限令其补支，

所司瞠目，束手无从处给，拆东补西，仅支目前不经

之费，如之此地，甚非所宜。且织造开局，虽在西安，

而羊绒必取之临洮、兰州，此地凋敝已甚，年成薄收，

见今银每钱止籴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更迫之，

密迩贼巢，非死于沟壑，则驱之从贼耳。”⑦从这些奏

疏及其反映问题来看，陕西地瘠民贫、外患频仍，陕

民转输艰难，以及织造监官“太监”及其爪牙横征暴

敛和肆意盘剥等，是朝臣和地方官乞求皇上停罢织

造的主要原因。固然，明人张翰说：“西北之利，莫

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最。”⑧但从官营业来看，在

其后期所反映的历史情况，是“差官一出，供应不

赀，参随爪牙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驿传，恣意诛

求”⑨，则陕西织造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对陕西社会的正常运行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清代初年，各处织造继承明代制度继续存在和

运行，陕西织造概莫例外。顺治八年（１６５１），皇帝

谕户部云：“陕西亦织造绒褐鮊蟒，朕思陕西用饷甚

多，本省钱粮不敷，每拨别省协济，此织造绒褐妆蟒

殊属无用，亦著停止，节省冗费，以完兵饷。既于国

计有益，且免沿途驿递夫役转送之苦。至陕西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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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明孝宗实录》卷１４３，弘治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庚子。
《明孝宗实录》卷１６１，弘治十三年四月癸丑；《明孝宗实录》卷１６２，

弘治十三年五月丁卯。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２５，明末刻本。
《明武宗实录》卷１４５，正德十二年正月丙午。
乔祺：《收成命以防易差后患疏》，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２７《奏疏

一》，明天启刻本。

张嵩：《乞止差官织造以苏民困疏》，张卤：《皇明嘉隆疏钞》卷４，明
万历刻本。

杨一清：《悯人穷以昭圣德疏》，贾三近：《皇明两朝疏抄》卷４，明万
历刻本。

张翰：《松窗梦语》卷４《商贾纪》，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版。

孙旬：《皇明疏钞》卷７０，万历甲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刊本。



皮张之处，亦属烦扰，著一并停止。尔部速行传谕、

以昭朕恤兵爱民至意。”①这说明，清代建立以来，陕

西织造局依然运行，并承担着为宫廷生产“绒褐鮊

蟒”的工作，这些均与陕西地方出产皮毛等有关。

顺治八年（１６５１），皇帝见于陕西“钱粮不敷”和“用

饷甚多”的实际情况，传谕停罢陕西织造，于是陕西

织造的历史遂告结束。

二、宝泉局与铸钱

　　宝泉局是明代设于一些省份的铸钱机构。陕西

宝泉局可能初设于洪武初年，随后或设或停，数次反

复。洪武二十二年（１３８９），政府“复置江西、河南、

广西、陕西、山西、山东、北平、四川八布政使司所辖

宝泉局。……每局大使一人秩从九品”②。说明陕

西省是较早设立宝泉局的８个省份之一。洪武二十

六年（１３９３）朝廷规定：“在外各布政司一体鼓铸，本

部（工部）类行各司，行下宝源局委官监督，人匠照

依在京则例。铸完钱数，就于彼处官军收贮，听候支

用。”③陕西省自不例外。铸钱要有铸造“炉”，铸造

“炉”的数量和年产额反映着该省铸钱在全国的地

位。据文献记载，当时全国有１０个布政司设有宝泉

局铸钱，其铸造炉座与年产额如下：北平，２１座，每

岁铸钱１２８３万４００文；广西，１５座半，每岁铸钱９０３

万９６００文；陕西，３９座半，每岁铸钱２３０３万６４００

文；广东，１９座半，每岁铸钱 １１３７万 ２４００文；四

川，１０座，每岁铸钱５８３万２０００文；山东，２２座半，

每岁铸钱１２１２万２０００文；山西，４０座，每岁铸钱

２３３２万８０００文；河南，２２座半，每岁铸钱１３１２万

２０００文；浙江，２１座，每岁铸钱１１６６万４０００文；江

西，１１５座，每岁铸钱６７０６万８０００文④。

可以看出，陕西宝泉局有“炉座”３９座半，位居

全国１０个铸钱布政司的第三位，每年造钱数２３０３

万６４００文，也位居第三名。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政

府“提准云南”“鼓铸嘉靖通宝钱”，年额是３３０１万

２０００文，如果说这时上述 １０省仍然还在铸钱，那

么，陕西省就沦为第四名，依然排在全国的前几位。

因此，陕西省在明代是铸钱大省之一。万历四年

（１５７６）朝廷“提准通行十三布政司、南北直隶开局

铸钱。每府发镟边样钱 １００文，令照式铸造”。则

陕西宝泉局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宝泉局的地点设在

今西安城内“安居巷”，据说，这里本是明代宝泉局

所在，后称“钱局巷”，清中期以来称“安居巷”。今

藏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内的铜狮子（身上有钱币图

案———万历通宝），就是当年宝泉局所铸造的［５］。

清承明制，不少省份仍旧设冶炉铸钱，是为官办

铸钱局。清代陕西铸钱局先后设于两处地方：一是

延绥镇，称延绥钱局；二是陕西省局，在西安府，乾隆

时期称“宝陕局”，顺治后期所铸“顺治通宝”，幕为

“陕”字［６］。关于两处铸钱局设立的时间，因文献表

述的不同，在理解上往往各有分歧。延绥镇（今陕

西榆林）铸钱局，有顺治二年（１６４５）、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和顺治四年（１６４７）等３种记载。其中，顺治

二年（１６４５）说，见于《皇朝政典类纂》，云该年“令山

西、陕西省及密云、蓟、宣府、大同、延绥、临清等镇，

各开鼓铸局”［７］。此事，《清朝通志》记在顺治四年

（１６４７），云：“四年，户部议，钱价既重，不便行使，请

更定为每十文，准银一分，又请于各省重镇颁式开

铸。于是开山西、陕西省及密云、蓟、宣、大同、延绥、

临清等铸局”。“五年，停盛京延绥二局。”［８］顺治三

年（１６４６）说，载于《清世祖实录》，云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二月，“乙巳，开延绥镇鼓铸”⑤。这３个时间

看似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决然的矛盾。就陕西当

时的情况来说，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本省总体上已经为

清政府控制，并已开始建制。这些为铸钱局的设立

创造了基本的政治条件。出于西北战事和沿边军事

防卫和具体的军饷、官俸等的需要，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朝廷下旨，令一些省份和一些沿边重镇开设

铸钱局。延绥镇就是应此次朝命而设立铸钱局的，

时间应是顺治二年（１６４６）。到了第二年，也就是顺

治三年（１６４６），才开始鼓铸铸造钱币，这是铸造钱

币的时间。至于《清朝通志》所说的顺治四年

（１６４７），乃是因为“钱价既重，不便行使，请更定为

每十文，准银一分，又请于各省重镇颁式开铸”，且

明确说是改革钱式后的开铸，不应当将其理解为该

镇铸钱是在此次事件之后的行为。当然，《清朝通

志》本身的理解和表述是不准确的，这也容易导致

后人的误解。事实上，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档案《车

克题查明停减炉座铸本钱息事本》中明确述说：“延

绥钱局，顺治叁年陆月开铸，搜括废铜并动兵饷办

买，铸出制钱，搭放兵饷。……肆年肆月以后，乏铜

０１

刘景纯：明清时期陕西的织造局与铸钱局

①
②
③

④
⑤

《清世祖实录》卷５２，顺治八年一月戊午。
《明太祖实录》卷１９６，洪武二十二年四月甲子。
申时行等修万历重修本《明会典》卷１９４，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王

圻《续文献通考》卷１８《皇明钱法》云：洪武二十六年“复罢各布政司宝泉局”。
此说与《明会典》不同，此处从《明会典》。

申时行等修万历重修本《明会典》卷１９４，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
《清世祖实录》卷２４，顺治三年二月，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８５年版。



未铸。至伍年闰肆月，巡抚王正志题准停铸。”［９］综

上所述，延绥镇铸钱局于顺治二年（１６４５）设局，顺

治三年（１６４６）开始铸造，但时间不长，顺治四年

（１６４７）四月实际上已经停铸，顺治五年（１６４８）经巡

抚王正志题请，正式停止，以后再未恢复。延绥镇开

局并鼓铸造钱是当时特殊条件下的应时之需，在清

朝统治稳定并进行较为系统的规划调整后，该局仅

维持两年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自己的命运。

按上述材料，陕西省局也是顺治二年（１６４５）与

延绥镇一起，是一批开局的。《清实录》记载，该年

五月“开陕西鼓铸，从总督孟乔芳请也”①。乾隆《西

安府志》记载，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因军饷紧张，总督

孟乔芳提请朝廷：“西安原有钱法同知一员，司铸

局，宜令开铸，资军需。铸钱每文重一钱二分，每十

文准银一分，旧钱每十四文准银一分。”［６］该“钱法

同知”所“司铸局”，即陕西省局，其开铸造钱的时间

可能略早于延绥镇。乾隆《西安府志》所云“陕西宝

泉局旧设延绥镇，顺治五年停止，今置西安府，《会

典》名宝陕局”［６］，其中开始的半句话是错误的。顺

治十年（１６５３），朝廷下旨：“钱法难行，皆因设炉太

多，铸造不精所致。见今官铸，该部酌减炉座，务要

精工如式，背面添一矨二字，上下通行，有不遵者，依

律治罪。”②此时，陕西省铸钱除添加“一矨”二字外，

还添加一“陕”字③。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因钱法渐驰，

各省炉座太多而奉命停止，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复照

旧鼓铸”，而陕西省至康熙九年（１６７０）才开铸。乾

隆时期设于西安府的陕西省铸钱局称为“宝陕

局”［６］，此后再没有变化。

陕西省铸钱局所用金属等料，先是在陕西等地

开采，如陕西临潼开采银矿等。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３）规定，陕西停止一些原开采地的开采，改用

滇铜铸钱，“所不足者，于宁羌等处诸山开采增补。

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复以旧厂产铜不旺，于略阳另

开新厂，铜癬优裕，足资鼓铸”④。另外，在陕西汉

中、沔县亦曾“开山取铜”［１０］，以补不足。所谓“滇

铜”，就是云南出产的铜，因其出产量大，且质量优

良，不但供应京师“宝泉局”、“宝源局”，还供给不少

省份，用以铸钱或铸造武器等。乾隆五十年

（１７８５），时任河南巡抚的毕沅说：“臣前在陕抚任

内，查得宝陕局，向定鼓铸章程，每铜百癬，用高铜七

分，低铜三分，复配白铅九十六癬，点锡四癬。其低

铜三分，应加耗铜六癬十四两有零，此向来办理定

例。”⑤毕沅于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擢任陕西巡抚，

至五十年（１７８５）二月调为河南巡抚，中间除因丧母

守丧以外，在陕巡抚任上达１０年之久。这期间，陕

西省“宝陕局”铸钱定有严格的“鼓铸章程”和规制，

以“高铜七分、低铜三分”为基本原则，执行较好。

“滇铜”是陕西“宝陕局”铸钱的主要铜源。有学

者研究，乾隆后期陕西省于云南采买“滇铜”１５次，采

买高铜３３３．２０１７万斤，采买低铜１９３．７９８３万斤，采

买总量５２７万斤，年均采买量１７．５７万斤［１１］。这样

的采买量，在当时采买省份（江苏、江西、浙江、福

建、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中，采买次数位居第五

位，而采买高铜量占到第二位，采买低铜量占第四

位，采买总量占第四位，年均采买量占到第四位。因

此，陕西“宝陕局”在当时的采买量是相当可观的。

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谕军机大臣曰：秦承恩奏，

陕西省局内积存洋、滇高铜数较多。而现有低铜，不

敷配用，请照例暂用高铜，按卯鼓铸等语。该省局

内，现存低铜，不敷鼓铸。而洋、滇高铜积有一十六

万六千余癬，自应通融筹办，俾免停炉歇卯之虞。”⑥

又五十八年（１７９３），“陕西巡抚秦承恩奏：宝陕局截

至本年四月上卯，局存滇铜并本省略阳厂铜暨官商

运到洋铜，共一十五万九千余癬，均系高铜，其低铜

仅三百九十余癬。按之高七低三定例，不敷配铸。

应请自下卯起，照上届于原用铜百癬数内减用铜二

癬，加白铅二癬，搭配鼓铸。俟采办滇铜到陕，仍照

高七低三旧例办理。报闻”⑦。按此，滇铜确实在陕

西省铸钱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陕西省确实采办

有相当数量的滇铜。除此而外，采办的铜料中，还有

一种洋铜。按一般的认识，此铜采自“东洋”，故称

洋铜。据记载：“今已岁市洋铜三十万癬，致于西

安，兴炉冶铸钱。”［１０］洋铜和滇铜都属于铜料中的高

铜，只是洋铜的采办情况不大明晰。

陕西省采办滇铜由官商采办，每一次采办都很

不容易。一方面，陕西省距离云南路途遥远，沿途道

路崎岖难行；另一方面，当时的交通工具较为落后。

１１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　第１８卷　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世祖实录》卷１６，顺治二年五月，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８５年版。
《清世祖实录》卷７７，顺治十年七月，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８５年版。
乾隆《西安府志》卷１６《食货志》引《通志》，乾隆四十四年刊本。《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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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西省局改办滇铜事，乾隆三十二年陕西巡抚明山奏云，“西安宝

陕局因乾隆三十年改办滇铜，不能如期接济”（《清高宗实录》卷７７９，乾隆三十二
年二月甲子）。此处云乾隆三十年改办滇铜，与上述不同，录此以备一说。

《清高宗实录》卷１２２６，乾隆五十年三月，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８５年版。
《清高宗实录》卷１３４５，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下，中华书局影印本，

１９８５年版。
《清高宗实录》卷１４２７，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下，中华书局影印本，１９８５

年版。



这些都增加了采办的难度和成本。据研究，当时的

采办和运输路径是：一路，也是主要路径，自云南省

城（或大理）经竹园村、剥隘、百色、宣化、桂平、苍

梧、桂林、全州、零陵、衡阳、长沙、岳阳、汉口、钟祥、

襄阳、均州、淅川、商南、商州，然后抵达西安。另一

路，途径四川，由“泸州兑领”，运抵陕西略阳，然后

运至西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如领运泸

州铜斤，自云南省城至泸州，限三十一日，在泸州兑

领，每一十万斤，限五日运至泸州水次，至略阳限一

百二十五日，自略阳运至省城，限二百四十日。”如

果将这些时间加起来足有一年多的时间，其艰难可

想而知［１１］。

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户部议覆陕甘总督行川

陕总督事尹继善等疏称：陕省向因铜稀钱贵，领运川

钱三万一千二百余串搭充兵饷，每串工本银一两零。

若改拨川铜二十五万癬运陕，加以铅、锡，可铸钱四

万八千余串，每串工本银九钱零，较之协陕钱数多一

万六千余串。请自乾隆壬申年（十七年）正月川省

停铸陕钱，改拨陕铜二十五万癬。先于乾隆十六年

饬令川省厂员备贮，以待陕员赴领等语，事属可行，

应如所奏办理。至陕省领运川铜，由厂运嘉定（今

四川乐山），由嘉定至陕省，水陆脚费令川省布政使

给发印簿，据实登填，运竣报销。及员役往返盘费，

陕省添设炉座、配用铅锡、添搭兵饷各事宜，应令该

督会同陕抚作速妥议，具题到日再议。得旨：依议

行”①。由此知，由于采办艰难，乾隆前期，陕西省所

需钱项一度由四川省铸造。而这里提到的“改拨川

铜二十五万癬”，“至陕省领运川铜”的路径，是“由

（川）厂运嘉定（今四川乐山），由嘉定至陕省”。这

些都是非常艰难的路段。

陕西省官铸钱币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本省官

俸、兵饷和一定的民间所需，但因所需铜料主要来源

于滇铜、川铜，尽管对这些铜料的采办主要由“官

商”从事，但其费用往往由“地丁银”来摊付②，在一

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三、结语

　　以上论述可知，明代到清代初年的陕西织造局，

明永乐时期已经开办，嘉靖、隆庆时期比较稳定的设

立。织造所用原材料，最初主要是驼绒，后来逐渐以

羊绒为主。制造物主要供给宫室及诸王室使用，因

此，织造要求甚严，甚至织造物品的样式、图案等都

由朝廷专门请人设计，织造过程有太监监造，一些技

术人员甚至由朝廷工匠挑选江南名匠来完成。明中

期以降，不少朝臣及地方大员见于陕西地方社会经

济凋敝，民生困难，加上粮饷供给太重，多次请求罢

停，但亦是时停时兴。虽然，陕西织造局最终于顺治

八年（１６５１）罢停，但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加上各

级官吏的盘剥，陕西人民承受了更加沉重的经济负

担。陕西铸钱局在明代主要是供给官吏俸禄和兵饷

而设立的，明代初年陕西铸钱局规模很大，有炉座

３９座半，数量位居全国１０个铸钱布政司的第三位，

每年造钱数也位居第三名，这样的规模可能与陕西

境内分布有“三边四镇”，以及其当时管辖整个西北

区域的实际情况有关。进入清代，陕西铸钱局依然

活跃，其最初所用金属矿产等原料主要靠本地供给，

康熙以后主要靠“滇铜”供给，后者由“官商”采办，

运输费用巨大。这些费用后来多由编户农民的“地

丁银”来承担，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陕西人

民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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